
当代西方学者关于人权与主权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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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开始进入国际法的领域,当时限于保护宗教自由,保护少数者利

益或争取对工人的较人道的待遇。在人类两度经历惨不堪言的战祸后, 1945年成立了联合国。

《联合国宪章》第 1条规定:“⋯⋯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

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为联合国的宗旨之一。宪章第 55条规定,联合国应促进“全体人类之人

权及基本自由之普遍尊重与遵守,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第 56条规定,“各会员国担允

共同及个别行动与本组织合作,以达成第 55条所载之宗旨。”尽管宪章关于人权的条款规定得

比较抽象,这些条款是否直接构成会员国的国际义务从一开始就存在争论①,但联合国的成立

在人权的国际保护方面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联合国宪章》制订以后,人权已成为国际法所涉及

的一个重要领域,人权的国际保护问题已受到国际上的普遍关注。在这种情况下,人权对国家

主权带来什么影响,人权是否可以成为干涉的口实,人权还是不是国内管辖事项,以及个人在

国际法上的地位是否已改变和国际人权文件具有何等法律效力等,西方学者发表了种种看法。

一

人权的国际保护首先是建立在主权国家相互合作和承担国际义务的基础上的。在人权进

入国际法领域后,主权问题仍不容忽视。主权,即国家主权,是国家最重要的属性。质言之,国

家主权就是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的内外事务、管理自己国家的权力。1970年的《关于各国

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的国际法原则之宣言》指出:各国一律享有主权平等。各国

不问经济、社会、政治或其他性质有何不同,均有平等权利与责任,并为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

主权平等尤其包括以下要素: 11各国法律地位平等; 21每一国均享有主权的固有权利; 31
每一国均有义务尊重他国的国际人格; 41国家的领土完整及政治独立不受侵犯; 51每一国
均有权自由选择并发展其政治、社会、经济及文化制度; 61每一国均有责任履行其国际义务,

并与其他国家和平共处。可以说,互相尊重国家主权的原则是整个国际关系的基础,也是国际

法的基础。

当代西方学者大都从总体上并不否认国家主权的概念。但对国家主权在国际关系和国际

法中的作用,不少西方学者并不给以足够的肯定。例如,《奥本海国际法》(Oppenheim ’s In ter2
nat iona l L aw ) (第 9版)的作者指出,主权有不同方面。就其排斥附从任何其他权威,尤其是排

斥附从另一个国家的权威而言,主权就是独立。就其在国外的行动自由而言,主权就是对外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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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例如,凯尔森 (H ans Kelsen)认为,宪章关于人权的规定并未使联合国会员国承担“严格的义务”。全部的有关规定确

认的是该组织的宗旨和职能,而不是会员国的义务。 (《联合国法》, 19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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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就其在国内的行动自由而言,主权就是对内独立。但该书作者又指出:“虽然国家往往被称

为“主权”国家,但是,这只是说明它们的国内宪法地位,而不是说明它们在国际上的法律地

位”②。唐纳利 (Jack Donnelly)则说,主权的实质意味着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他认为,国际

法的主要功能是削弱主权和不干涉原则。条约是相关国家接受某些义务的契约性文件,即是对

它们主权的特殊限制。他指出,国际法就是国家接受对其主权限制的法律体系③。

关于人权与国家主权的关系,西方学者有种种看法,其中包括:

11现今国家主权已受到人权国际保护原则的限制。奥地利的厄马克拉 (Felix E rm aco ra)

认为,联合国的宗旨是在各地促进并激励对人权的尊重。联合国已经成功地制定了现代的人权

标准,就此而言,它已经接近了其宗旨。这就自动暗含了一种对国内管辖权的限制④。《奥本海

国际法》(第 9版)指出,源于国家主权的属人权威的后果,是国家可以自由对待本国国民,但要

受国际法和特别是人权的要求的限制。⑤ 意大利的卡波道蒂 (F rancesco Capo to rt i)认为,国家

主权原则与人权国际保护原则是两个彼此之间存在着矛盾的原则。他明确指出,现在国家主权

已受到人权国际保护原则的限制。卡波道蒂说,国家主权原则、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以及从这

些原则引伸出来的相互尊重其他国家的政府形式的原则,产生于 19世纪的国际社会,如今仍

被视为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基本原则。联合国文件及辩论经常提到这些原则。另外,个人在生

活的许多方面在与社会及政府权力机构的关系上,享有人的尊严和自主的原则,自 1945年以

来已经有了很大的法律上的发展。各国应保障的许多个人基本权利和自由都源于这些原则。他

说,“国际法上的这一新的现实对国家主权的对外方面及其有关的规则产生了明显的消极影

响。国家可以随心所欲对待其本国国民,一国不得过问外国公民在其本国所受待遇问题;禁止

对他国政府形式进行任何干涉,即使是涉及到对某些人权的否定; 这些观点都不再是正确的

了。换言之, 1945年以前主权原则引起的许多效果现已不复存在了,国家主权受到人权国际保

护原则的限制。”⑥但卡波道蒂同时也指出,理论上澄清了的问题在实践中并没有得到解决。现

实是: 一些国家不愿意接受人权方面的公约义务,或者只接受很少的公约义务; 各有关国家对

这些义务作出不同的解释;许多国家对实施人权的国际措施一般不抱支持态度;在国际组织中

经常强调国家的主权权利 (如国内管辖权)从而阻碍保护人权的行动。

21国家主权妨碍人权,明确主张取消国家的国际人格。英国的劳特派特 (H ersch L au ter2
pach t)在《国家主权与人权》一文中提出,联邦制是一种能够较好地解决主权与人权矛盾的制

度。他主张建立世界范围的联邦,以更有效地保障个人的权利。他指出联邦制具有两个典型特

征:第一个特征是在国际交往中取消各国的国际人格;第二个显著特征是为个人和联邦的直接

关系提供了某些可能性。劳特派特认为,正是联邦的思想,由于它规划了一种与个人的直接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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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从而通过有效的机构承认个人的权利,获取了巨大的感召力。同时,联邦制的观念和实践,

大大动摇了主权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的神圣地位。⑦

31人权改变了主权的涵义,使国际法发生了质变。美国的迈克尔·雷斯曼的《当代国际法

上的主权和人权》一文就持这种观点。雷斯曼明确否定普遍接受的国家主权的涵义。他说,尽

管“主权”这一名词继续在国际法律实践中得以运用,“但在现代国际法上它所指的对象已大不

相同。国际法仍然保护主权,但保护的是人民的主权而非君主的主权。”“国际法仍然关注于主

权的保护,但在现代意义上,它保护的对象不再是直接用赤裸裸的权力或者通过极权主义的政

体进行统治的暴君的政权基础,而是人们自由表达和有效选择领袖及其政策的权力。”他认为,

在人权面前已不能再坚持通常意义上的国家主权。他说,“沉缅于‘昔日黄花’并继续鼓吹与国

内人权无关的‘主权’的人,的确犯了一个时代错误,他们实是损害了人权。不仅如此,雷斯曼还

认为,人权已经使国际法发生了全面的、本质的变化。他说,“国际人权纲领不仅仅是传统国际

法大全零敲碎打的增补,也不仅仅意味着传统的国际法教科书增加了一章。国际法把重心从保

护君主转到保护人民,实际上导致了它每一部分内容的质变,许多旧的术语仍然存在,但却要

按其现代意义使用,⋯⋯”。⑧

41国家是否接受人权公约所规定的保障人权的义务是自行决定的,是行使主权的表现。

持此种看法的人认为,参加国际人权公约的国家,对某项具体权利有作出限制的权利。奥地利

的厄马克拉说,“来自有关公约的每项义务,都是根据国家自己的意志来承担的,而不能根据一

个完全随意的理由来承担”。他还说,“如果国家同意接受公约的约束可能涉及到限制国家主

权,那也必须看到国家的同意是可以随时撤销的。”⑨ 卡波道蒂指出,参加人权国际公约的国家

除享有国际合作权外,还享有“作出限制的权利”,这种限制约束了公约给予个人的保护,增加

了各个国家的行动自由,不过,国家行使这项权利,一般是在例外情况下或为维护国家最高利

益而使牺牲个人权利成为合法时。他指出,《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第 4条的规定包含两

个重要原则:第一,禁止以私人利益目的为动机的限制;第二,限制性规定无论如何不影响民主

的基本价值。《公民和政治权利公约》第 25条通过禁止“不合理的限制”,似乎暗示着授权各缔

约国作出任何可能被认为“合理”的限制。为避免国家滥用这项权利,他提出“有必要控制它们

依靠限制条款的程度。⋯⋯在这个问题上的国际控制对于辅助公约条款的实施是必不可少

的。βκ

值得指出的是,有的西方学者提出了在联合国处理人权问题时经常发生损害国家主权平

等原则的现象。由于在人权方面的职权分配,国家平等问题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这首先表现在:

联合国处理某一人权案件而与此同时却不处理另一人权案件 (例如尼日利亚比夫拉人民的地

位,或在越南战争中的侵犯人权,都没有得到处理)。这种由联合国带来的国家待遇的不平等,

构成了一个明显的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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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与主权问题密切相关的不干涉内政原则,是国际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联合国宪章》第 2条

第 7款规定:“本宪章不得认为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且并

不要求会员国将该项事件依本宪章提请解决; 但此项原则不妨碍第七章内执行办法之适用。”

1949 年国际法委员会的《国家权利义务宣言草案》第 3条明确规定“各国对任何他国之内政、

外交,有不加干涉之义务。”1965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关于各国内政不容干涉及其独立与主

权之保护宣言》称,“任何国家,不论为任何理由,均无权直接或间接干涉任何其他国家之内政、

外交,故武装干涉及其他任何方式之干预或对于一国人格或其政治、经济及文化事宜之威胁企

图,均在谴责之列。”197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

的国际法原则的宣言》也指出:“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均无权以任何理由直接或间接干涉任何

其他国家之内政或外交事务。因此,武装干涉及对国家人格或其政治、经济及文化要素之一切

其他形式之干预或试图威胁,均系违反国际法。”

西方学者对不干涉原则通常是从总体上予以肯定的。例如,《奥本海国际法》(第 9版)指

出,毫无疑问,干涉通常是为国际法所禁止的。干涉的禁止是每一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政

治独立的必然结果。同时还指出:“由于每一个国家都有权,作为国家主权的特性并在未受条约

义务的限制的范围内,自己决定自己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制度和它的外交政策,因而,对

这些事务的干预就可能侵犯它的主权。因此,无论一个国家怎样不喜欢另一个国家所采取的特

定意识形态或政治制度,在法律上是不允许该国进行干涉以促进改变的。”

关于干涉的概念,《奥本海国际法》(第 9版)认为,虽然各国往往任意使用“干涉”一词,以

至包括对另一个国家的行为的批评等事项,但在国际法上,它却有严格的定义。“干涉是指一个

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事务的强制或专断的干预,旨在对该另一国家强加某种行为或后果。”要

构成干涉,干预必须是强力的或专断的,或者是胁迫的,在实际上剥夺了被干涉的国家对有关

事项的控制权。该书作者强调,单纯的干预不是干涉,具有相当胁迫性以致构成干涉的干预可

以采取各种形式。“它可以包含以直接军事行动的形式使用武装力量,或者较为间接的形式,如

对另一个国家内颠覆或恐怖主义的武装活动的支持。其他形式的胁迫,包含经济或政策措施而

不诉诸军事行动,如果有必要的胁迫的效果,也可以构成干涉。”该书作者还指出:“在另一个国

家内支持一个反对派,也许是非法干涉另一个国家的事务的最明显的事例。”除此以外,也有的

西方学者主张干涉是指任何的干预。

关于人权与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有种种看法,其中包括:

11在特定情况下为保护人权可进行干涉。在肯定不干涉原则的情况下,一些西方学者提

出了包括以保护人权为由的一系列可进行干涉的“例外”情况。例如,《奥本海国际法》(第 9

版)指出,使一个国家有干涉另一个国家的事务的理由有下列几项: (一)“一个国家对它的在国

外受非法待遇的公民加以保护的权利,可以有理由使该国进行干涉使这些公民得到正当的待

遇。”虽然基于这个理由的干涉可能被滥用,但是“在紧急情况下,正当地限于保护国民的干涉,

是有理由的。”不过,“现在可能只有在他们有丧失生命或遭受严重伤害的严重情形下才可以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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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干涉是合法的。”而且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还必须证明,当地当局不能或不愿保护那些受危

险的人们,而且其他使他们得到正当保护的方法已经尝试过并已失败或由于当地秩序遭到破

坏而肯定是无效的。”(二)“一般都同意,一个国家由于它的属人和属地权威可以自由决定它的

本国国民的待遇。但是,很大部分的意见和实践支持这样的见解:自由决定是有限度的,而且如

果一个国家对它的国民施行虐待或加以迫害到了否定他们的基本人权和使人类良心震惊的程

度, 就不是单独与该国家有关的事项, 而甚至为了人类利益的干涉也是法律上所允许的。

⋯⋯”(四)“国家有时被认为有权干涉另一个国家的事务以协助该国的一块领土上人民行使他

们的自决权。⋯⋯然而,对这种干涉的合法性是有相当疑问的。”该书作者同时指出,“干涉作为

国际法基本原则的例外的任何理由必须严格地加以应用”。βλ 尽管如此,仍然肯定了在特定情

况下保护在国外侨民和他国国民而进行的干涉行为。再如,美国的W·迈克尔·雷斯曼认为,

为人道主义干涉目的使用武力是合法的,他称人道主义干涉“既不谋求领土变更,也不反对有

关国家的政治独立, 因而不仅不违背联合国宗旨, 而且倒是符合宪章最基本的强行法规范

的”。βµ

21“人道主义干涉”是非法的。英国的米歇尔·阿库斯特 (M ichael A kehu rst)则认为,“人

道主义”是列强进行侵略和干涉的借口。到《联合国宪章》通过时,这种“干涉”在原则上得到了

禁止。阿库斯特举出 19世纪发生的所谓“人道主义干涉”的两个事例,即 1860—1861年法国以

保护马龙教派基督徒的信教自由和免遭迫害为理由,出兵占领叙利亚和欧洲国家出兵干涉土

耳其虐待基督教臣民。他认为,从 1945年以来的国家实践可以看出,人道主义干涉的概念只在

极少数场合被援引过,而且每一次其他国家都谴责人道主义干涉是非法的。如 1945年,当联大

第六委员会辩论侵略定义时,希腊与荷兰的代表说,在实施干涉的国家与另一国内受迫害的少

数种族之间有种族关系的情况下,有进行人道主义干涉的权利。其他国家的代表不同意这种意

见。阿库斯特还反对以武力保护在他国境内的侨民。他说,各国使用武力保护其国外侨民的国

家实践,间接涉及人道主义干涉。在 19世纪,欧洲国家和美国常用武力保护它们在外国的侨

民,但是,在《联合国宪章》生效后,使用武力保护国外侨民的权利是否仍存在是令人怀疑的。他

指出,几乎所有相信一国可以使用武力保护自己的国外侨民的国家无例外地是西方国家。而共

产主义和亚非国家都反对使用武力保护国外侨民。阿库斯特最后明确表示,一国使用武力保护

侨民是非法的,严格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干涉就更是非法的。βν

31可否干涉取决于该项人权问题是否属国内管辖事项。奥地利的厄马克拉认为,“关于人

权问题上的干涉,没有普遍接受的理论。”“在逻辑上不许干涉的问题仅仅存在于有关国家国内

管辖事项上。”“在每一个案件中首先要回答的前提问题是,有关的事项是否仍然属于本质上的

国内管辖事项。在人权问题上,这个前提问题只能通过具体的案件加以解决。由于宪章第 2条

第 7款明确把根据宪章第七章采取的措施排除在不干涉原则之外,在任何威胁国际和平与安

全的情况下进行人权领域的干涉都是允许的。迄今为止,联合国实践中仅有这样的一例,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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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λ

βµ

βν 米歇尔·阿库斯特:《国际法与人道主义干涉问题》,载于《法学译丛》1990年第 4期。

雷斯曼:《当代国际法上的主权和人权》。

《奥本海国际法》(第 9版) ,第 318—320页。



权问题 (种族隔离政策)已经发展到如此严重,以至于构成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情况。厄马克

拉认为,由此产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安理会依宪章第 39条决定一个侵犯人权的行为

是否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又是根据什么标准呢?βο

三

在人权与主权的关系上,是否肯定人权在本质上属于国内管辖事项,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

题。西方学者在人权是否属于国内管辖事项和在多大范围内属于国内管辖事项方面,有着许多

不同看法。其中包括:

11保护人权本质上属于国内管辖事项。厄马克拉认为,“促进人权”和“保护人权”还不是

一回事。他说,“为促进政治、公民、经济、社会及文化等方面的人权而进行立法,已不再是本质

上属于国内管辖的事项,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实施人权的措施则缺乏规范性的规定,这

也是明显的。因此,保护人权仍然本质上属于国家的管辖事项,即使国家按照严格秩序参加有

关公约。如果把有关公约所确认的促进人权与保护人权两者相混淆,那将可能是错误的,至少

是不精确的。只有在国家把法律上的保护人权委托给国际准司法机构——就像欧洲理事会的

各国已经做的那样——的情况下,主张此种保护人权不再属于国内管辖的领域,才能被证明是

正确的。”βπ

为弄清人权方面的管辖权问题,厄马克拉认为,联合国在有关方面的实践——先例是值得

重视的,从这里可以得出一些与此相关的有用的结论,而且实际上先例对联合国的活动确有一

定影响。从这些先例能够得出如下结论: (1)国家的管辖权具有可变性。人权与国家管辖权范

围的关系以及国家管辖权的范围也是如此。 (2)如果对人权的侵犯威胁了国际和平和安全,问

题
·
就
·
被
·
置
·
于宪章第 2条第 7款和第 39条之下,而不再属于国内管辖事项。(3)在一般的和具体

的情况下,保护人权尤其是保障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仍然是本质上属于国内管辖的事项。厄

马克拉说:“从联合国机构作出的先例来看,促进尊重人权、自决权、在歧视问题上出现‘粗暴

的’或‘一贯的侵犯行为’时保护人权,不再是本质上属于国内管辖事项,因而不适用不干涉原

则,但是,不干涉原则仍适用于所有其他人权问题。”βθ

厄马克拉还进一步指出,实际上在人权问题上存在不同的管辖权。某些人权事项可能由国

家采取行动,另一些可能由国际组织采取行动,还有一些则不是排他地属于国家或国际组织的

职权。法国的卢梭 (Rou sseau)、奥地利的菲德罗斯 (V erdro ss)和英国的瓦尔多克 (W aldock)也

有类似看法。他们认为,在人权方面有下述种类管辖权: (1)列入本质上属于国家管辖权的人权

问题。(2)列入本质上属于国际管辖权的人权问题,即被置于宪章第七章之下的所有人权问题。

(3)属于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共同事项因而属于其共有管辖权 (Concu rren t Ju risd ict ion)的人权

问题。这些问题是,在反对“粗暴的侵犯人权”和“一贯的侵犯人权”、反对歧视和保障自决权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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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保护人权的问题,以及制定人权立法 (促进尊重人权)的所有问题。

厄马克拉开列了一个本质上属于国内管辖的人权事项的清单。他说,下述各种类别的人权

仍然本质上属于国内管辖事项:

(1)所有的司法或准司法保护人权问题,除非此等问题经特别协定委托给国际机构;

(2)促进社会、经济及文化权利,除非享受这些权利的条件由技术援助的协议所间接规定,

以及保护这些权利属于专门性国际机构的职权;

(3)确定死刑和死刑的执行;

(4)控制和保障个人的自由;

(5)刑事犯和犯人的待遇,除非此等待遇为 1957年最低限度标准规则所国际化;

(6)迁徙自由和庇护权,除非国家根据特定的公约、尤其是 1951年难民公约已承担了国际

义务;

(7)实现公平审判,除非涉及反人道罪或战争罪的问题;

(8)隐私权,家庭权,信件保密权;

(9)宗教和信仰自由,思想和良知自由,尤其是在国家与教堂关系方面;

(10)言论自由和信息自由;

(11)结社自由和和平集会的权利,除非涉及工会权利,这方面专门性国际机构是有职权

的;

(12)妇女的地位和家庭的地位,除非特定的公约规定了此等事项;

(13)准许对少数者的特别保护;

(14)个人财产制度的秩序。

对于上述仍然属于国内管辖事项的主要领域,厄马克拉认为,国家可以实施保护并制定更

详细的规定。不干涉原则在这些事项上必须受到尊重。“必须给予国家以按照其各自的政治、

社会、经济及其他方面的条件,进一步确认人权的机会。基本上正是国家自身,才有责任最后确

认其赋予的人权。同时这意味着,国际社会必须避免对其迄今尚未涉及的事项进行任何的干

涉。”βρ

21人权是否为本质上属于国内管辖事项尚不确定。劳特派特 (H ersch L au terpach t)认为,

人权现在是否为本质上属于各国国内管辖的事项 (因而是否受禁止干涉规定的支配)尚不确

定。然而即使人权受禁止干涉规定的支配,这一事实并不剥夺联合国各机构的权利,也不免除

这些机构通过其他有力方式为实施宪章作出贡献的责任。βσ

31人权的促进和保护现已不被保留为各国政府的专属管辖事项。荷兰的比尔 (Peter R.

Baeh r)认为, 1993年的《维也纳宣言》所包含的“所有人权的促进和保护是国际社会理应关注

的事项”一语,意味着“人权的促进和保护没有被留作各国政府专属管辖事项。”βτ

雷斯曼认为,“主权”一词的含义在当代的变化也改变了侵犯主权的主体范围。现代国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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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ρ

βσ

βτ 比尔:《人权的普遍性》, 1994年中荷法学讨论会论文。

同上,第 516页。

同上,第 491—493页。



上,本国军队和外来军队一样能强烈、粗暴地侵犯主权,正如本国人和外国人一样能够彻底、有

效地掠夺一国的财富和自然资源。因而他说,《联合国宪章》虽重复了“国内管辖”和“国际事

项”的二分法,但没有一个严肃的学者还支持这一观点,即国内人权是“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

内管辖”的事项,从而与国际法无关。χκ 换言之,照他看来,人权已不是国内管辖的事项。

四

个人在国际法上的地位问题,是同人权与主权关系上的一个相关连的问题。人权的国际保

护的出现,使个人在国际法上的地位是否改变,个人是否是国际法的主体等问题,也成为西方

学者议论的一个热点。

11有的西方学者持传统国际法的观点。按照传统国际法的观点,国家才是国际法所产生

的权利和义务的主体。国际法不直接对一个人,如外国人或大使,设定权利和义务。按照国际

法所必须给予个人的一切权利,不是国际权利,而是国内法遵照国际法对有关国家所设定的义

务而给予的权利;按照国际法对个人所必须设定的一切义务也不是国际义务,而是国内法遵照

国际法对于有关国家所给予的权利或设定的义务而设定的义务。

对于《联合国宪章》有关人权的规定,英国的阿库斯特教授就持传统的看法。他说:“不管

《宪章》第 55条和第 56条是否加给国家以何种义务,这些规定并不赋予个人以国际权利,而仅

仅是给予利益,则是很清楚的。在象美国这样对《宪章》的批准具有将《宪章》转化为国内法的效

力的国家,法院一般认为第 55条和第 56条太不明确,以致不赋予个人以任何权利——甚至是

国内法上的权利。”χλ

21有些西方学者在人权国际保护制度出现后,既不认为个人已是国际法的主体,也不认

为个人仍然是国际法的客体,而认为国家和个人在国际法上的地位都已有所变化或个人已有

一定的地位。例如,意大利的卡波道蒂 (F rancesco Capo to rt i)认为,由于人权国际保护制度的

出现,国家和个人在国际法上的地位,既不是“依然如故”,也不是“彻底改变”。他说:那种认为

从国家和个人在国际法上的地位来看,国际法基本上依然如故的观点是极端错误的。根据这种

观点,国家仍然是国际关系的唯一主体,个人是客体,而人权的国际保护主要还是简单地罗列

一下目标和计划。另一方面,如果认为由于一批有关人权的国际法律规则已经成立,国际法上

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也因此而发生彻底改变,那就太夸大了。”“人权国际法律制度的产生是一种

演变形式——远未完成的演变——而不是一场革命。”荷兰人权研究所所长、乌特勒支大学教

授比尔 (Peter R. Baeh r)认为,由于《欧洲人权和基本自由公约》和《公民和政治权利公约》的第

一任择议定书两个条约承认了个人的申诉权,所以“个人在国际法上享有了自己一定的地位”。

唐纳利 (Donnelly)认为,“现代国际人权法已承认个人及其权利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χµ”

31个人在一定限度内是国际法主体。《奥本海国际法》(第 9版)的作者则认为,国家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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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个人或其他人格者视为是直接被赋予国际权利和义务的,而且在这个限度内使他们成为国

际法的主体。虽然个人不能出席联合国国际法院,但国家可以给予个人直接出席国际法庭的权

利。这是国际常设法院在“但泽法院管辖权问题”(1928年)的咨询意见中所明白承认的: 国家

可以由条约明文规定给予个人以直接的权利;这种权利无需事先在国内法中加以规定,就可以

有效地存在,并且是可以执行的。该书还举出欧洲共同体的一些条约规定,个人在某种情况下

可在国际法庭上提起诉讼,以保证尊重其有关权利的例子作为证明。有的学者认为,传统国际

法认为个人不是国际人格者。然而现在却不能说个人绝对不能成为国际法主体。个人地位越

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这种发展变化的理论根据在于人民是国际社会的最终成员,也是国

际法的最终目的。χν

关于国家和个人谁是人权公约的权利和义务的主体,美国的亨金 (L ou is H enk in)教授认

为存在三种不同的看法。他说:“国际人权法是由承担责任者 (作为立法者的国家)制定的,国际

文件首先以国家的责任为焦点:是国家的承诺创设了这种法律。同时,这些国际人权公约是为

保护个人人权制定的,而且每个条款都提到个人的权利。面对这种情况,有不同的观点: (1)简

单且保守的看法是将国际人权协议基本上 (如果不是绝对地)视为国家之间的协议。协议构成

一缔约国对另一缔约国的承诺,并在它们之间产生权利和义务。国际人权法产生的权利和义务

只是缔约国有根据它们承诺行事的义务和其他缔约国要求这些承诺得到履行的权利。个人没

有国际法律权利;他只不过是缔约国之间权利和义务的“偶然受益者”。个人不能得到国际法上

的补救,他只是适用于缔约国之间的补救的偶然受益者。即使对那些参加了《公民和政治权利

公约任择议定书》的国家,个人的地位也没有任何改变。议定书的缔约国家承认人权委员会有

权接受并审查个人声称因公约所载任何权利遭受侵害而为受害人的来文 (议定书第 1 条)。

(2)国际人权公约在为缔约国创设权利和义务的同时,也给予个人以针对其本国的国际法上的

权利。即使这些权利只有通过国家间的补救,通过代表他或她行事的政府或国际实体才能执

行,个人仍然享有这些国际法律权利。(3)这种观点认为作为立法者,缔约国已通过立法将人权

规定在国际法中,使人权具有确定的和独立的价值地位。这种地位使过去确定的有关权利和义

务得到巩固和加强,至于那些权利是个人的还是国家的则在所不问。χο

五

《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各项人权公约和一系列人权宣言具有何等法律效力,也

是研究人权与主权问题需要涉及的方面。西方学者的有关看法是:

11对于《宪章》关于人权的规定,英国的劳特派特 (H ersch L au terpach t)认为,宪章关于人

权的规定是贯穿整个宪章的主线。在宪章宗旨的表述中,关于人权的规定占据了突出的地位。

联合国的所有会员国负有法律义务按照宪章的宗旨行事。各会员国不仅负有法律义务,鼓励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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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进对于宪章规定的各项人权的尊重,而且负有义务尊重这些人权。宪章第 56条所表达的承

诺中,有一个明显的法律义务的成分。该条款规定:所有会员国担允采取共同的和个别的行动

与本组织合作,以实现宪章的有关宗旨。χπ 阿库斯特对《宪章》有关人权的规定的看法则是:

“《宪章》留给国家在履行保证的速度和手段方面以广泛的自由裁量权。”χθ

对于《联合国宪章》第 55条、第 56条的涵义,卡波道蒂指出,联合国宪章第 56条使各会员

国承担义务,采取共同及个别行动与联合国组织合作,以达成普遍尊重和遵守人权的宗旨以及

第 55条中所载的其他宗旨。根据第 56条的措辞,卡波道蒂认为: 11“该条款意在通过逐渐的一
致努力达到尊重与遵守人权的宗旨,在这方面各会员国有广泛的自由裁量余地”。21该条款并
不要求各成员国立即通过其各自的法律秩序赋予个人以某些权利”。31“尽管第 56条和第 55

条为会员国创设的尊重人权的义务不要求立即履行,但从这两个条款中肯定可以引伸出促进

尊重人权的义务。这两种义务的不同在于一个是逐渐采取的行动,一是立即采纳的态度,二者

都可以是义务的客体”χρ。

21《世界人权宣言》是联合国大会于 1948年 12月 10日以 48票赞成、8票弃权 (苏联东欧

国家、沙特阿拉伯和南非)通过的决议。它的规定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阐明后来称之为公民

和政治权利,另一类是涉及后来称之为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前者包括:禁止奴隶制、不人道

待遇、任意逮捕和任意干涉个人私事,并禁止基于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不

同意见、种族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情况的歧视; 宣布人人享有受公正审判的权利,迁

徙和居住的自由,受庇护的权利,取得和变更国籍的权利,结婚的权利,拥有财产的权利,信仰

和做礼拜的自由,发表意见的自由,和平集会和结社的自由,自由选举和担任公职的同等机会。

后者包括:享有社会安全、充分就业和较好的劳动条件、适当的生活水平、受教育和参加社会文

化生活的权利。关于《世界人权宣言》,卡波道蒂认为,该宣言的价值不仅能从它与国际公约不

同这个角度来加以评论,宣言当时确实没有法律拘束力,但毫无疑问,它曾是我们正在研究的

联合国在人权方面所采取的全部行动的起点。宣言通过前,“人权和基本自由”在国际上没有确

定的内容;联合国只确切规定了不歧视原则。宣言列举并逐项说明了各项权利和自由,其中公

民和政治权利规定得十分详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规定得较为简明。因此,人们完全有理由

确认,宣言对宪章具有补充性法律效力。宣言表达了联合国 (促进尊重人权)宗旨的具体方面和

具体内容;以一系列原则发展了联合国宪章的相应原则,从而为各会员国提供了解释它们承担

的为达到上述宗旨与联合国进行合作义务的指南。同时,联合国各机构也从宣言中找到它们以

后活动的基础方向。χσ 阿库斯特则引证序言,说明《宣言》仅仅建议国家要铭记并“努力⋯⋯通

过渐进 (非即时)措施,使它的规定‘得到普遍和有效的承认和遵行’。充其量,宣言不过是联合

国会员国根据宪章第 55条和第 56条‘担允’‘促进’的人权清单。χτ”厄马克拉认为,“由于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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χπ

χθ

χρ

χσ

χτ 同注χθ。

同上,第 457—458页。

《西方人权学说》(下) ,第 497页。

阿库斯特:《现代国际法概论》(第 8版) ,第 87页。

《西方人权学说》(下) ,第 513页。



被引用,宣言取得了一种适用于所有国家的准法律规范的性质。”δκ

311966年联合国通过两个人权公约,即《公民和政治权利公约》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公约》。这两个公约主要编纂和充实了《世界人权宣言》中所提及的权利。两个人权公约于 1976

年生效。卡波道蒂认为,两个人权公约“标志着向强制性的国际人权制度迈开的决定性一步”。

“公约的内容正是世界人权宣言所确定的目标。这表明国际社会这一最具广泛代表性的机构对

人权保护问题采取了新的观点。这种新观点的重要意义在于它确认并发展了过去提出的原

则。”“随着批准联合国人权公约的国家逐渐增多,不仅公约的政治份量将越来越重,而且公约

各条款对第三国的影响也将越来越大,并因此而逐渐从国际条约法规则演变成国际习惯法规

则。”δλ 厄马克拉认为,“当这样的一个公约生效时,它仅仅意味着该公约对于那些加入公约的

所有国家已经有了约束力,而对于其他的所有国家,即使它们的代表在联大投票赞同该公约约

文的国家,则不存在任何的国际法义务。对那些投票时其代表反对或不在场的国家,则更是这

样了。”δµ 关于两个公约对当事国的法律后果,荷兰的比尔认为,对于已经批准《公民和政治权

利公约》的国家,按照该公约的第 40条,已承诺向联合国提交有关它们为实施公约所确认的权

利而采取的措施以及在这些权利的享有方面所取得的进步的报告。在报告提交之后,由委员会

18名独立的专家委员对报告进行研究并作出自己的评价。而对于批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国际公约》的国家,按照该公约的第 16条,也要向联合国提交有关它们为实施公约所确认的权

利而采取的措施以及在这些权利享有方面所取得的进步的报告,由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审议。因

此,他得出结论说,“对于已经批准这些条约的国家来说,它们的政府对于它们国家的人权状况

的看法已不是最终结论。”δν

41除《世界人权宣言》外,联合国通过了一系列有关人权问题的宣言。对于联合国的各项

人权宣言,卡波道蒂认为,它们没有法律效力,但有解释宪章有关内容的功能。他说,“由于 联

合国宪章的原则与世界人权宣言内容之间的联系,后者具有补充性法律文件的性质,至少具有

解释宪章原则中包含的尊重人权义务的功能。”“这种观点同样可以适用于联合国大会通过的

其他宣言。”“关于联合国的那些宣言,它们的确是对联合国的所有成员发表的。但是,⋯⋯这些

宣言没有法律拘束力。如果它们成为国际习惯法规则,就可以取得法律效力;但是这需要多数

国家与它们相符合的国际实践并要经过相当长的时期。现今唯一可以认为具有习惯法性质并

因此真正具有普遍性的原则可能是不歧视原则。至于其他原则,要达到普遍性这一最终目标,

看来还需要一个扩大上述人权公约影响的过程。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增加批准人权公约国家的

数目”δο

关于国际人权公约为国家所创设的义务,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做了分析。他们认为存在有

下列种类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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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κ

δλ

δµ

δν

δο 《西方人权学说》(下) ,第 463页。

比尔:《人权的普遍性》。

同上,第 485页。

同上,第 458页。

《西方人权学说》(下) ,第 483页。



11立即履行的义务和逐渐履行的义务。卡波道蒂认为,通过对关于人权国际公约的条款

进行分析,可以看出,缔约国的相应义务中“有些义务必须立即履行,有些则可以逐渐履行”。

“关于必须立即履行与只能逐渐履行的义务间存在的区别,不允许任何国家利用这种区别去推

迟或拖延对某些人权的尊重。立即履行应视为这样一种规范,即只有当条约规定明示或默示允

许逐渐履行时,才有理由不立即履行。很明显,为了保护某具体人权,如果立法措施足以做到,

国家承担有关国际义务后就必须立即采取立法措施。”一项要求国家制订行动计划的国家公约

条款,也可以通过在国内法中作出同样性质的规定来加以遵守。但关键问题是,对那些需要逐

渐履行的义务,国家行政当局应采取专门行动,实行发展计划 (例如在教育或医疗方面)。这样,

采取行动的速度必须与现有的经济和技术资源相称。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第 2条要求各

缔约国“尽最大能力⋯⋯采取步骤”是正确的。δπ

21消积性义务和积极性义务。卡波道蒂认为,“消极性义务 (如制止酷刑或废止奴隶制)或

国家当局必须避免采取行动的义务 (思想自由、集会结社自由)与积极性义务不同,后者是指只

有采取适当行动才能履行的义务 (如提供一些与刑事程序有关的保障,平等报酬或平等教育

权、保护儿童的措施等)。但是必须切记,即使是消极义务也必须伴随着适当的措施,从而保证

国家行政当局和一切受国内法约束的人遵守法律的规定,不干预公民的自由。当某项人权被一

国国内法所承认并且不要行政当局采取任何行动时,国家对侵犯该项人权 (无论是第三方还是

国家机关的侵犯)的受害人提供适当的补救。在这方面,公民和政治权利公约明确要求各缔约

国保证对一切人适用的补救,每次适用的补救都是由有关当局作出决定,每项决定都应强制实

施 (但并不要求任何适用都应由司法机关处理)。对那些能够立即实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也应该给予同样的保障,如工会自由,选择教育机构的自由,等等δ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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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θ 同上,第 470条、第 471页。

同上,第 470页。


